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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將從明年2月號起，

整合原「百年中國與世界」、

「人文天地」、「政治與法律」和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併

為「研究論文」欄目。

——編者

沒有互信就無所謂「政改」

中國已然處於政治改革的

十字路口，何去何從，茲事體

大，決策之難可想而知。或許

正因為具有高度的挑戰性，執

政當局一直未實質性地啟動政

改，事實上甚至迴避政改這個

緊迫議題。

執政當局在政改問題上消

極被動乃是世界通例，並不新

鮮。環諸全球，政改的第一推

動力往往來自民間，少有執政

者自覺主動地實施政治體制改

革。換言之，人民在政改問題

上形成共識，並積極創造各種

條件和契機去倒逼執政當局啟

動政改，堪稱是各國政改之基

本規律。那中國人民在政改問

題上達成共識了麼？

張千帆的〈中國「自由派」

與「民主派」：提前對決與殊途

同歸〉（《二十一世紀》2012年

6月號）一文告訴我們，關於政

改，人民的共識不多、分歧不

少。首先，民間劃分為左、右

兩翼；其次，它們中間又四分

五裂、派別林立，彼此之間的

調和難度幾乎不亞於左右兩翼

之間的協調難度。何以如此？

總體而言，民間與政府互不相

信，精英與人民互不信任，深

陷社會信任危機而難以自拔，

此誠民間政改共識難以達成的

一個重要內因。社會信任危機

堪稱是中國政改的魔咒，啟動

政改的前提條件是打破此等魔

咒。唯有國家與社會、政府與

人民、精英與民眾之間彼此建

立起基本的信任關係，有關政

改的共識才有可能形成，真正

啟動政改的日子才會為期不遠。

張文認為，中國「自由派」

與「民主派」的基本分歧在於民

主與自由誰先誰後，並指出民

主與自由不是對手而是朋友，

「自由派」與「民主派」聯手才是

中國政改的希望所在。竊以為，

張文太樂觀了。在互信匱乏的

社會，政改之啟動、憲政之建

立談何容易。在直面互信已然

成為奢侈品的慘淡現狀，首要

的，是人民在心靈深處樹立對自

由、民主和法治的信仰，通過

信仰之橋到達互信的彼岸，然

後才能共商政改與憲政之大計。

劉練軍　杭州

2012.6.28

《八二憲法》：憲政演化
還是被動確認？

高全喜、田飛龍的〈《八二

憲法》與現代中國憲政的演進〉

（《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

一文的諸多觀點有待商榷。

首先，該文拔高了《八二

憲法》的政治功效，認為《八二

憲法》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根

本制度基礎，並且為改革開放

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和開放

的政治空間，否則，改革開放

的巨大成就和中國的世界地位

不可想像。《八二憲法》是否具

有如此根本性作用？改革開放

的根本制度基礎是甚麼？政治

前提是甚麼？開放的政治空間

究竟是何含義？實際上，改革

開放能夠推行以及取得巨大成

就，很難說得力於《八二憲法》

的奠基作用，而是得益於政治

強人鄧小平的推動，以及堅持

了其所強調的「一個中心、兩個

基本點」、「發展是硬道理」，

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至今也

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其次，該文過高預估了

《八二憲法》對於中國憲政演化

的價值，認為《八二憲法》具有

改革性、創新性，尤其是四個

修正案體現了中國憲政演化的

共和主脈和整體走向。《八二

憲法》是否具有如此使命？這

�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這

四個修正案是怎麼來的？到底

如何評價這四個修正案？其

實，這些修正案只不過是政黨

執政邏輯變遷、黨代會精神在

憲法上的反映而已，根本就不

是憲法自身演化的邏輯。如果

硬要將此說成是憲法自身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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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邏輯，進而上升到中國憲政

演化的共和主脈，難免有些牽

強附會。

再次，該文也過份誇大了

《八二憲法》對於未來憲制發展

的意義，認為《八二憲法》不僅

對於完善國內憲政體制的結構

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礎，而且

認為其為兩岸四地的政治統一

和憲制成熟提供了較為堅實的

實踐基礎。從未來的憲制發展

來說，是否可以作如此期待？

在一個政黨國家的框架之內，

無論是憲法的修改，還是政治

結構的變遷，起主導作用的都

是長期執政的政黨。憲法只不

過起Ê確認其精神與意旨的作

用而已。因此，它是被動回

應，而非主動改革。

阮思余　廣州

2012.7.2

〈差序政府信任〉簡評

李連江〈差序政府信任〉

（《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

一文的分析與論證，在以下

四方面尚存在值得商榷與改進

之處：

第一，沒有分析政體信任

對政府信任的影響與互動關

係。作者在篇首提出了政治信

任的二分法，即「政府信任」／

「政體信任」，但以政體信任較

為抽象和不確定為由，在研究

方法上予以排除，從而專心於

從政治科學的定量分析角度研

究「政府信任」問題。這種方法

論設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卻

可能使作者的分析出現結構性

的缺失，比如不重視政體信任

所依賴的政治文化與憲政制度

的「深層」影響，忽略政體信任

對政府信任的「合法性」供給關

係，忽視政治哲學方法對政治

科學方法的背景性矯正意義。

第二，對中國政治多元性

的簡單化處理。作者之研究樣

本與分析主要針對大陸地區，

這樣的研究設計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比如沒有將回歸之後的

港澳居民的政府信任問題納入

分析框架，也沒有對大陸漢族

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府信

任類型做出有意義的理論區

分，因此其研究結論大體只能

說明大陸漢族地區的基本狀

況，而無法說明主權意義上的

中國的整體狀況。

第三，沒有對差序政府信

任的演化趨勢提出富有政策意

義的建議或進行規範性的框架

式說明，也未對大陸從民主與

法治兩個路徑建立「全面政府信

任」的最新努力給出合理評價。

第四，對於差序政府信任

的比較狀況未作適當交代，比

如發達國家是否存在差序政府

信任問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

情況如何？這些背景因素是理

解大陸狀況的必要參照。

總之，該文在方法與論證

上頗有啟發意義，但其研究設

計與資料更新也還存在有待完

善的空間。

田飛龍　北京

2012.7.2

「晨門」的疑慮

秋風（姚中秋）的〈論憲法之

中國性〉（《二十一世紀》2012年

6月號）一文，認為現行憲法無

法達至「優良治理秩序」，因為

它缺乏「中國性」。作者提出不

少理由來論證憲法應具有「中

國性」，給出的良藥是用「道

統」替換「意識形態」，在此基

礎上改變憲法架構。

這實在是用心良苦，對現

行憲法而言無疑又是釜底抽

薪。但問題是，該「道統」實為

儒家的言說體系，不論如何中

西比附還是西中比附，經過此

前若干世紀之檢驗，其效果如

何，歷史已有公論。即使該

「道統」得以創造性地重建，但

作為一個體系（而非其中的技

術性言辭），那些標誌其特點

的內容如何與彰顯現代文明的

人類「共識」得以共存，仍然是

其面臨的首要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列舉

的「具體呈現中國性」的幾個方

面也大有問題。比如，對存在

諸多問題的憲法語言而言（儘

管這在〔法〕學界已是共識），

是否多幾個「之」、「者」、「其」

就能體現「中國性」？刪掉若干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顯得莊

重？或許，不去修改而是通過

憲法解釋，尤其是如何在生活

中有效地運行它、激活它，才

是當下最為重要和迫切的，才

能真正樹立憲法的權威。

郭輝　北京

2012.7.3

威權主義是民主之母？

嚴泉的〈南京國民政府的

憲政運動（1945-1948）〉（《二十一

世紀》2012年6月號）一文，以

國民政府憲政運動為線索，提

出國民黨政權雖因內戰失利敗

走台灣，但卻由威權主義向民



主轉型。1946年國民政府召開

制憲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憲

法（即今日台灣實施的憲法）。

嚴文的解讀是：「從某種意義

上講，如果選擇漸進式民主化

的道路，『威權民主』作為一種

政治自由化現象，確實有利於

向自由民主政體的過渡。」

威權主義是民主之母還是

民主之敵？這在政治學和政治

史的學術研究領域都是一個能

引發熱烈爭議的話題。嚴文肯

定了威權主義在政治自由化上

的積極意義，即威權主義也有

「威權民主」的一面，並指出恰

恰因為國民黨威權不足而造成

民主化的失敗。其五點憲草修

改原則、國共和談衝突和馬歇

爾（George Marshall）逼迫蔣介

石東北停戰等，都是威權不足

的表現。前者造成國共關係破

裂，走向內戰；後者導致國民

黨內戰失敗，徹底葬送民主轉

型。文章還有一個正面例證：

在排除中共、民盟掣肘的同

時，處於強勢的國民黨最終做

出妥協，通過1947年憲法，邁

出了民主化轉型的關鍵一步。

正如文中所說，「政治妥協不

可能在國共雙方勢均力敵時發

生，只有一方在徹底獲得武力

優勢後願意重啟和談⋯⋯」

嚴文將威權主義視為一條

走向民主的可行近路。國共和

談的破裂不僅造成了「統一」壓

過「轉型」，更嚴重的是，威權

統治民主轉型的模式也被徹底

打破——國民黨在形式上破壞

了國共和談，給了中共退出

威權主義的契機。民主化轉型

伴隨Ê威權主義的崩潰而完全

停止。

趙玉成　上海

2012.7.10

悼念謝生謝太

今年5月下旬我和觀濤到香港參加編輯室會議期間，因

為要騰出辦公室來，一直忙於整理和搬運書籍、雜物，所

以沒時間和往常那樣約同事們聚餐，也就沒有機會聽到曾

經為刊物工作過的那許多朋友的近況。6月5日離港，十天

後突然收到張素芬的電郵，說謝國治先生和他的太太已經

在14、16兩日相繼病逝了，令我驚愕不已，難以置信。

《二十一世紀》在1990年創刊，謝生的傳真廣告印刷公

司中標印製本刊。10月上旬我看了大樣，決定大改版式；

陳方正主意多多，又要加印宣傳單張、紀念卡、邀請信；

觀濤對顏色、裝幀更諸多挑剔。雖然時間緊，要求嚴，謝

生二話不說，加班趕製，使刊物在10月底順利面世。這樣，

就開始了我們和謝生長達十餘年的愉快合作。記得有一天

晚上，吳江波和素芬帶我到傳真公司，我第一次看到謝生

和下班後來幫忙的謝太一起安靜地忙碌工作，完全不像我

想像中的香港老闆、老闆娘，自此也跟'習慣叫他們謝

生、謝太，大家成為親切朋友。每逢刊物舉辦紀念活動，

謝生謝太都當作自家事，迎賓拍照，默默照應。除了刊物

外，傳真公司還承印了我們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

二三十種書籍。

到了2002年，《二十一世紀》轉由另一家公司承印，但

編輯室同仁與謝生謝太友情持續。2004年謝生患上嚴重肝

病，謝太辭去護士的工作，安排好員工轉職，把公司賣盤

給別人，然後專心照料謝生。不料禍不單行，去年年初謝

太患上晚期癌症。今年春節，素芬還與謝生謝太相聚，當

時他們外表看來還不錯。誰能夠料到，不到半年後，這對

敬業樂業的恩愛夫妻，就在同年同月的幾乎同一天去世

了。天妒之還是天惜之？恐怕兩者兼而有之吧！

每一項文化事業，每一種書刊，除了讀者見到名字的

作者、編者以外，總還有不少為之付出心血與年華的幕後

功臣，如謝生謝太。至今許多同事仍叫不出他們的名字，

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親切友善、斯文彬彬，和默默

苦幹的敬業精神。

劉青峰　　  　　　　　

2012年6月22日端午前夕


